
中国电影的“代际”问题原本不是问题，因为在“第五代”以前中国电影没有分代这一说。20世纪80年代“第五代”导演

被推向社会以后，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就被有意无意地分成六代。尽管许多人对此表示质疑，但是如同“80后”、“90后”

之类含糊不清又不可替代的指代词一样，“代际”称谓牢牢地套在中国电影导演的头上。中国电影的“代际”关系实际上

不是子承父业的家族关系，也很少涉及言传身教的师承关系。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发展环境，人们心目中“代际”的划

分更多地是对社会思潮在电影艺术中的反映以及电影导演的艺术追求的一种阶段性研判。意识形态和审美意识之间

的纠缠成为中国电影“代际”划分的重要尺度和坐标。因此，在研究“代际”划分时，导演的艺术趣味与社会思潮的强势

介入需要进行不同的估价，而当下市场经济对电影的全面掌控,使得“代际”问题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一、中国电影的分代

关于电影分代的问题，这恐怕是中国独有的特色。一般世界上的艺术潮流都是呈现一种

后浪推前浪的趋势。比如18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就是对法国古典主义的反叛，而19世纪的批判

现实主义又是对浪漫主义的背离。西方电影也是一样，“二战”以后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就是

对经典好莱坞电影美学的强力反弹。而上世纪50年代的法国新浪潮又呈现出与新现实主义完

全不同的姿态。每一次艺术潮流的转换都散发出新的艺术气息和人文精神，给人耳目一新的

感觉。然而中国电影从20世纪初一直到现在，一直和民族的沧桑紧密联系在一起。与社会政治

的纠缠决定了中国电影潮流实际上是社会潮流在艺术中的反映，而艺术本身显现的新的理念

和精神就很有限，但不管怎样，代际问题还是值得我们仔细回味一番。这种分代法有点像所谓

“80后”、“90后”的分代法，不尽合理却又很流行。

其实在“第五代”以前，中国电影并没有第几代这一说。中国电影导演按辈分划分“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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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有几种说法。黄建新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国外出现一本经济学著作《第五代》①，有人发现

这个词用于描绘中国电影界也很确切，于是“代际”划分逐渐流传开来。郑洞天则提出不同的

说法。据他回忆，1984年，在建国三十五周年的一次纪念会议上，同时放映了陈怀恺的《李自

成》和陈凯歌的《黄土地》。“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会同时放映那两部作品。大家

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对父子的两部新作”。但那一次的放映，让与会的电影人和专家学者开始

思索关于内地电影的传承问题。“《李自成》是陈怀恺最大规模的电影，但还是感觉叙事比较

旧。反观陈凯歌的《黄土地》，则给业内人一个全新的电影视角，让我们发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

么拍。从父子俩的差距，我们开始研究一代代电影人之间的传承。而后非常有意思的是，这些

导演之间都能形成‘师徒’。陈怀恺、谢晋他们那一辈导演，曾经在电影学院给我们这一辈上过

课，而我们又教了陈凯歌他们。再往上推，郑正秋、蔡楚生他们那一代也‘教授’了第三代电影

人一些东西”②。以此类推，中国电影的“代际”现象就成了一种说法。大家觉得这种说法能够比

较贴切地表述中国电影的分期，所以就越来越成为一种主流话语。虽然此后有许多人对此提

出异议，但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替代它，所以“代际”的说法一直延续至今。

“代际”的提法虽然不是很准确，但是长期以来被社会所接受有它的道理。分析原因大概

有两个方面。第一，“代际”的划分正好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变化相吻合，比如1931年“九一八”以

前为第一代导演，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为第二代导演，1966年“文革”前为第三代导演。改革

开放以后的分代主要以北京电影学院78级的第五代导演为坐标，他们之前的为第四代导演，他

们之后的统称为第六代导演。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电影的风格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这种

“代际”的划分被广泛地认同。第二，“代际”的划分主要是指导演。不同年龄段导演的创作高峰正

好和这些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相吻合，他们的代表作往往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他们

创作的艺术形象成了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比如张石川、郑正秋1923年拍摄的《孤儿救祖

记》开创了中国社会片和长故事片的先河；蔡楚生1947年的《一江春水向东流》昭示了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的腐败；水华1950年的《白毛女》是解放后阶级斗争形式的影像展示；谢晋1980年

的《天云山传奇》正好是改革开放之初大时代小故事的银幕典范；陈凯歌1984年的《黄土地》

实际上是当时文化寻根的影像解读；而贾樟柯2000年前后的小人物系列正好符合了21世纪

大众视野转向弱势群体的趋向。然而，“代际”问题又不完全以导演的创作为主要代表，在某

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意识形态的干预往往大于导演的创作，所以“代际”问题从另一个角度表

现出来电影的主流意识，它不同于主旋律，但它代表了这一时代社会的主流视点。

从第一代的郑正秋到最近的贾樟柯，中国电影经过了六代导演。第一代，以活跃于20世纪

前二十年的张石川（1890—1954）、郑正秋（1888—1935）为代表，为电影事业的开拓者（默片时

代）。而中国电影真正的发展要属第二代，夏衍（1900—1995）无疑是开创第二代左翼电影创作

的领军人物，活跃于30、40年代的程步高（1898—1973）、孙瑜（1900—1990）、史东山（1902—

1955）、蔡楚声（1906—1968）、吴永刚（1906—1982）、费穆（1906—1951）、袁牧之（1909—1978）、

郑君里（1910—1969）等是他们的代表，他们有些是第一代电影人的学生，可以被称为第一次

中国电影新浪潮。吴永刚的《神女》（1934）、蔡楚生的《渔光曲》（1934）、《一江春水向东流》

（1947），费穆的《小城之春》（1948）、郑君里的《乌鸦与麻雀》（1949），可以说是“第二代”的代表

作。“第三代”活跃于“新中国”的“十七年”，以汤晓丹（1910—）、崔嵬（1913—1979）、水华

（1916—1995）、成荫（1917—1984）、谢晋（1925—2008）、谢铁骊（1925—）等为代表。这个时期是

新中国电影发展的初期，虽然大多形式和技术都不完善，但是这个时期的电影留给中国观众

的印象实在太深，这里很多人后来都成为了电影界的元老。“第四代”以吴天明（1939—）、吴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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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1938—）、张暖忻（1940—1999）、黄蜀芹（1939—）、丁荫楠（1938—）、黄健中（1941—）、王好

为（1940—）、郑洞天（1944—）等为代表，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代。他们都是“文革”前后电影厂

和电影学院培训的导演，有了“第四代”的全力扶持才有了“第五代”的崛起，成为中国电影的

第二个浪潮。“第五代”以张艺谋（1950—）、陈凯歌（1952—）、田壮壮（1952—）、吴子牛（1953—）

等为代表。北京电影学院78级是中国电影“代际”区分的标志，因为此后电影分代基本是按北

京电影学院来分的。“第六代”比较模糊，从风格到电影人的年龄再到他们关注的对象都不是

很确定。他们大多是电影学院的另类分子。开始时，他们拍摄一些自我消遣的所谓“独立电

影”，后来随着贾樟柯（1970—）、王小帅（1966—）、张元（1963—）、娄烨（1965—）、陆川（1971—）

等年轻导演的作品在国际屡屡获奖，“第六代”的声浪越来越高。但是自“第六代”起，“代际”划

分的意义遭到强烈的质疑，由于没有共同参与的历史事件作为参照，艺术家之间的个性差异

很自然地便超过了群体的共性。即便如此，“第六代”作为一个惯性词语仍然紧紧地套在这些

年轻导演的头上。

二、第一代：大潮之外的民间影戏（1896—1931）

既然“代际”的划分涉及到中国电影的历史，尤其涉及到中国电影不同阶段的主流意识，

问题就随之而来。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对这一时期代表人物的评价，这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

主流价值观和美学倾向。由于电影的特殊性，看待电影发展的历史往往有三个维度，一是市场

的维度，比如好莱坞。二是艺术的维度，欧洲电影比较倾向这一方面。三是社会思潮的维度，中

国电影特点在这方面就比较明显。这三者之间经常相互转换，但总有一个维度作为主流。

在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的第二年，上海徐园内“又一村”在上海《申报》登出一则广

告，说要在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8月11日放映“西洋影戏”③，这是我们现在知道的中国第

一次的电影放映活动。电影在中国最初的情形和国外游乐场里的新鲜玩意一样，也是一个供

人在茶馆里戏弄的洋玩意。电影在中国第一次放映被冠以“影戏”的名称。从戏弄一些洋玩意

走到弄点中国自己的戏曲，但实际上中国电影自身还是一点“戏”也没有，“影戏”这个东西还

完全是记录工具。到目前还不能确定拍摄准确日期的《定军山》只能作为无声电影时代对中国

传统戏曲的一次影像记录，离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创作还相去甚远。

中国电影真正的开创者应该是进行第一次电影艺术创作的张石川和郑正秋。而中国电影

的摇篮应该是当时被称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从电影在中国的开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

是中国电影的上海时代。电影本来就是舶来品。1919年，美国人经营的亚细亚影戏公司在上海

成立，聘请了美化洋行广告部的买办张石川为顾问，张石川又找到他的朋友郑正秋等人组织

了新民公司，承包了亚细亚公司的编、导、摄等全部工作。1913年拍出了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

夫难妻》，这部影片通过一对青年男女在封建买卖婚姻制度下的不幸，讽刺和抨击了封建婚姻

习俗。在那样一个电影还没有成为艺术的初创时期，把涉及现实社会问题作为中国第一部故

事影片的内容确实难能可贵。1916年张石川拍摄了第一部长故事片《黑籍冤魂》，这部揭露帝

国主义在中国贩卖鸦片、给中国人带来严重毒害的影片，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郑正秋与张

石川又拍摄了《孤儿救祖记》。这是中国首部获得巨大的舆论和票房双重成功的影片，各地映

期长达半年之久，对此后国产电影的发展影响深远。

《孤儿救祖记》的成功，不但使成立不久的明星公司获得生机，而且直接促成了前所未有

的“国产电影运动”。作为中国电影艺术的开端，张石川和郑正秋的作品显示出中国电影拓荒

中国电影的代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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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思想取向和社会责任，但是日后的发展又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当时的社会风潮正处于辛

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之时，电影却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游离

于中国革命运动之外，其表现如下：1. 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当

时无论是默片的字幕还是影片说明书，依旧用文言写成，对旧文化僵死的语言外壳达到“骸骨

迷恋”的程度④。2. 当时的电影编剧大多是被新文化运动批评的鸳鸯蝴蝶派的作家，他们的作

品基本取向就是迎合小市民的市井趣味，所以电影的内容大部分都是宣扬封建道德、饮食男

女和怪力乱神的故事。3. 文明戏是19世纪末由国外引进的话剧的前身。辛亥革命以后文明戏

开始衰弱，许多演员去演一些低俗下流的剧目。随着电影的影响不断扩大，许多文明戏演员也

投身到电影表演中，并且把一些低俗的风气带到电影中。从1926年开始，一股将中国古典小说

改编成电影的风潮弥漫上海滩。在短期内拍摄出二十多部古装片，由此掀起了古装片的拍摄

热潮。在激烈的国产影片竞争下，明星影片公司于1928年首先开拍长达18集的《火烧红莲寺》，

此后又形成一股武侠片拍摄热潮，武士剑客、神仙鬼怪充斥银幕，延续达四年之久。此期间上

海各影片公司拍摄了400多部故事片，其中一大半是“火烧”、“武侠”、“神怪”这类光怪陆离、粗

制滥造的影片。这股浪潮，反映了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生活在苦闷和徬徨中的小市民阶层的

心理状态，他们从身怀绝技、除暴安良的“侠客”身上来发泄自己的苦闷和不满。由商业竞争导

致的“本轻片劣”的制片作风，使国产片市场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制片公司纷纷宣告倒闭。这股

风一直吹到1932年“一二八”之后才告衰落。美国的侦探加中国的言情、武打，中人穿西装的不

伦不类的古装片，淫秽下流的黑幕片和神怪片，这就是1931年以前中国银幕上的景象。

第一代的电影人在上海滩这个冒险家的乐园投资创业，和实力雄厚的外国电影资本抗

争，显示出中国民族电影人的智慧和勇气，但也表现出作为半殖民地的上海的地域特色，使得

中国电影在这个时期呈现出高开低走，犹豫彷徨的特点。张石川、郑正秋是中国电影的开拓

者，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

第二代：国恨家仇中的呐喊（1932—1949）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发动对中国东北的进攻，不过三个多月

的时间，整个东北全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1932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了“一二

八”事变，由此爆发了上海的抗日战争。由于遭到战火的破坏，国产电影市场大幅缩减，电影制

片业残存的明星、联华、天一和几家小公司都面临难以为继的危机。电影界的有识之士，深感

宣扬封建思想、神怪武侠的电影已趋没落，而反映现实的影片成为时代的需要。1932年5月，明

星影片公司负责人之一的周剑云通过阿英（钱杏邨）结识夏衍等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并聘

请黄子布（夏衍）、郑君平（郑伯奇）、钱杏邨（阿英）担任明星影片公司编剧顾问，与郑正秋、洪

深等一起组成编剧委员会。由于当时的电影界一片乌烟瘴气，夏衍等人又都是在上海很有身

份的文化人，因此为了避免被朋友和家人取笑和被反动派注意，他们都使用化名进入电影公

司⑤。夏衍征得瞿秋白的同意，1933年3月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夏衍任组长，成员有钱杏邨、司

徒慧敏、王尘无和石凌鹤。电影小组除向明星影片公司、艺华影片公司、联华影业公司等提供

电影剧本外，还开展各项工作，加强各个影片公司的进步创作力量，把以“左翼剧联”盟员为主

的许多新文艺工作者陆续介绍到各个影业公司中去，保证进步影片的拍摄，同时，还建立起左

翼电影理论和评论的队伍和阵地。

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取得辉煌成就的一年，是中国电影第一个新浪潮。《狂流》（夏衍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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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程步高导演）第一次在中国电影中描写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开辟了中国电影创作反映现实

斗争的传统。此后的《都会的早晨》（蔡楚生编导）、《春蚕》（夏衍改编，程步高导演）、《上海二十

四小时》（夏衍编剧，沈西苓导演）等都从一个侧面暴露了旧中国贫民的血泪生活；明星公司著

名演员胡蝶主演的《姊妹花》作为郑正秋后期的代表作，通过一对孪生姊妹的不同命运，揭露

了社会的不平等，当时曾创造连映60多天的放映纪录。这批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

内容和新的风格，利用当时一切可能的条件，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配合了反帝反封建的

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1934年 1—10月，明星影片公司又拍摄了一批进步影片：反映渔民生活

的《渔光曲》（蔡楚生编导），以现实动人的题材内容、流畅圆熟的创作技巧，获得广大观众的热

烈欢迎，1934年6月14日在上海公映后，连映84天之久，打破了《姊妹花》连映60多天的纪录，影

片主题歌成为当时最流行的电影歌曲；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

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从而使本片编导蔡楚生一跃而成为世界

级的电影艺术家。“因为这部片子有了这惊人的收获，于是引起欧美人士之极大注意。最近，已

为法国文学家法国作家协会联合会副会长德化勒氏以重金购去全欧放映权……不久的将来，

在欧洲的名城大埠可以看见《渔光曲》的灿烂夺目的广告灯牌”⑥。由阮玲玉主演的《神女》（吴

永刚编导）则是另一部暴露旧社会现实的优秀之作。

1936年初，上海电影界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起电影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国

防文学”口号。上海各电影公司拍摄出一批不同题材和内容的国防电影，从更广泛的意义上

说，这批电影仍然是同左翼电影一脉相承的。原来一批左翼电影工作者再度进入明星影片公

司，扭转了该公司一度迎合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创作出了《生死同心》（阳翰笙编剧，应云卫

导演）、《压岁钱》（夏衍编剧，张石川导演）、《夜奔》（阳翰笙编剧，程步高导演）、《十字街头》（沈

西苓编导）、《马路天使》（袁牧之编导）等影片。

1937年11月，上海失陷，沦为“孤岛”，大部分电影工作者随救亡演剧队奔赴内地，参加武

汉、重庆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战电影和戏剧工作；一部分电影工作者转赴香港，在香港开展抗战

电影制作；于伶、阿英、柯灵等电影戏剧工作者则继续留在上海租界，和其他文化工作者一起，

坚持“孤岛”时期爱国文艺、戏剧、电影的斗争。1938年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根据

地，也开始了电影工作，组成了延安电影团。由袁牧之、吴印咸、钱筱璋为主体的延安电影团是

在艰苦环境中诞生的（这三位重要人员也是《马路天使》的主要创作人员），代表作品有《延安

与八路军》（1939）、《白求恩大夫》（1939）、《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1942）。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的历史进入解放战争时期。

从大后方回到上海的进步电影工作者组成的“昆仑”公司，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创作的

影片以批评国民党统治和黑暗的社会现实为主。这些影片情节戏剧性强，纯粹的抒情性蒙太

奇段落基本被取消，所有的电影语言都围绕情节叙事展开，直接为叙事服务。“影戏”观念完全

占据统治地位。这个时期“昆仑”公司的代表作品有《一江春水向东流》（蔡楚生、郑君里导演，

1946—1947）、《八千里路云和月》（史东山导演，1946—1947）、《万家灯火》（沈浮导演，1948）、

《三毛流浪记》（赵明、严恭导演，1949）、《乌鸦与麻雀》（郑君里导演，1949）。这些优秀的情节剧

创作，使中国电影的情节组织能力大大提升，西方的情节剧概念终于在“家国天下”的宏大叙

事中找寻到了稳固的基础。《一江春水向东流》通过抗日战争期间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概括

地反映了抗日战争的时代风貌，反映出了当时广大人民，尤其是生活在沦陷区的群众的情绪

和愿望，把揭露的矛头对准国民党政权的腐朽黑暗。这部影片在上海连映三个月，观众达70多

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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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电影艺术家首先是夏衍对左翼电影产生的影响。1933年3月成立党的电影小组后，

夏衍开始全力领导电影工作，并写了大量电影剧本，如《狂流》、《春蚕》、《脂粉市场》、《上海二

十四小时》等，成为中国进步电影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之一。由于党的电影小组进入上海电影

界，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和出众才华，深深地影响了30、40年代中国电影的发展，使得中国电

影在抗战前后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电影生产高潮，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当时中国电影的水平

堪称世界的前列。

另一位值得介绍的就是左翼电影的著名导演蔡楚生。他是作为郑正秋的学生进入电影界

的。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电影公司，编导了处女作《南国之春》，在电影界崭露头角。1932年

他投入左翼电影运动，于1933年加入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任执行委员，下层人民的苦难成为他

创作的主要题材。1933年以后，他相继编导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

羊》等思想性、艺术性很高的优秀影片。他虽然没有在学校系统地学习过电影艺术和技巧，但

得到郑正秋的真传。同时他研究外片，在技巧上也有突破。他还深入生活，勇于面对现实和揭

露现实的黑暗，所以他的影片在思想性上比郑正秋要高一筹，几乎每部电影都是可圈可点之

作，所创作的人物形象性格鲜明，难为观众所忘怀。他导演的影片《渔光曲》在1935年莫斯科影

展中获得了荣誉奖。1947年，他和郑君里联合编导了中国电影史上的不朽之作《一江春水向东

流》。这部影片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揭露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黑暗，影片拍成后，国民党政

府检查官百般刁难，后来郑君里等想方设法疏通了检查官才给予通过。主要演员白杨、陶金、

舒绣文、上官云珠、吴茵等的出色表演，使这部影片在历经八年抗战艰苦磨难的中国民众中产

生了强烈的共鸣，至今仍具艺术魅力。

费穆是近几年电影界谈论得最多的导演，费穆凭借《小城之春》（1948）开启了中国诗化电

影的先河。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开始发现费穆，认为他把中国传统美学和电影语言进行了完

美的嫁接，开创了具有东方神韵的银幕诗学。故事发生在八年战乱后江南某一小城市的一个

破落家庭里，只有夫、妻、妹、仆、客五个人物出场。影片通过反复交替出现的古老荒芜的城头、

颓败倒塌的庭园、低沉悲惨的音乐、缓慢的节奏，将少妇的新愁旧情、冷漠的家庭生活和如同

一潭死水中的人物精神世界展现在观众面前，同时对“发乎情、止乎礼”的复杂的伦理道德观

念也进行了探讨，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代电影人创造了中国电影的辉煌，他们在国难临头之时，以民族大义为己任，把艺术

创作和人民的苦难结合在一起，关注民生，关注国难，揭露腐败，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将刚刚进

入艺术殿堂的电影作为抵抗外寇、开启民智的有力武器，为取得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把电影这门从外国引进的新的艺术形式推向了一个更高的水平。

第三代：阶级情感燃烧的岁月（1949—1976）

第三代电影导演背负着沉重的苦难和巨大的成就。新中国建国一开始对知识分子的改造

就是从电影开始的。从1950年开始了对电影《武训传》（孙瑜导演，1950）和《清宫秘史》（朱石麟

导演，1948）的批判，对电影《关连长》（石挥导演，1951）和《我们夫妇之间》（郑君里导演，1951）

的批判等，这些批判一直延续到“文革”前期，电影《林家铺子》（水华导演，1959）、《不夜城》（汤

晓丹导演，1959）、《早春二月》（谢铁骊导演，1963）、《北国江南》（沈浮导演，1963） 也均遭到批

判，直至“文革”对十七年电影的全面批判。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可以说是在一阵紧似一阵的

批判浪潮中度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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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巨大的压力下，第三代导演还是为我们创作了诸多难以忘怀的优

秀作品。影片主要分为三类：一类是对革命战争年代的讴歌与回忆，如《南征北战》（成荫、汤晓

丹导演，1952）、《鸡毛信》（张俊祥导演，1953）、《渡江侦察记》（汤晓丹导演，1954）、《平原游击

队》（苏里、武兆堤导演，1955）、《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61）、《小兵张嘎》（崔嵬导演，

1963）等；另一类是对黑暗旧社会的控诉，如《白毛女》（水华导演，1950）、《林家铺子》（水华导

演，1959）、《青春之歌》（崔嵬、陈怀恺导演，1959）、《红旗谱》（凌子风导演，1960）、《早春二月》

（谢铁骊导演，1962）等；还有一类是对新社会、新生活的赞美，如《五朵金花》（王家乙导演，

1959）、《李双双》（鲁韧导演，1962）、《霓虹灯下的哨兵》（王平、葛鑫导演，1964）等。尽管这些

影片全都符合“革命的浪漫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艺路线，但在十年“文革”期间

还是难逃厄运。不过，这些影片已经给那个时代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十七年”的电影创作，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题材是主流，取得的成就也最大。《渡江侦察

记》、《红旗谱》、《南征北战》、《青春之歌》、《小兵张嘎》等优秀作品，都是在反抗、觉悟、革命的

概念下，直接表现如火如荼的人民革命斗争生活，很少表现儿女情长或人伦之情，观众在电影

里每每只能看到流星划过似的人性闪光。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作为新中国“创世经典”

的《白毛女》。影片1950年开始在全国25个城市120个电影院同时上映，首轮观众就达到600多

万人，其“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与喜儿和大春的苦恋、杨白劳被迫卖

女、白毛女重获新生等的扣人心弦的剧情相联系，将贫农与地主的斗争和真善美与假恶丑的

斗争融合在一起，赢得了观众对阶级仇恨和阶级情感的认同。

然而，意识形态对电影的影响使这一时期电影中的阶级观念不断放大，人性、亲情、个体

情感的表达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挤压。在《白毛女》里，伦理道德与阶级情感还是并重和统一的，

而从1950年到1960年十年时间，家庭、爱情等传统表现的主题进一步转化为革命激情、阶级压

迫和阶级仇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劳苦大众的阶级感情所代替，道德伦理进一步转化为阶

级集体伦理，基于传统伦理道德的家庭情感和基于民主、自由等启蒙思想的个体意识逐渐让

位于革命激情。1957年，影片《柳堡的故事》（水华导演）在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同时，初

闯禁区，涉及了革命者的爱情与婚姻等问题，可惜浅尝辄止，不敢深入开掘人性、人情、人道主

义主题。1962年获得第一届百花奖四项大奖的《红色娘子军》（谢晋导演，1961），讲述的是女奴

吴琼花受到地主南霸天的欺压，在党代表洪常青的帮助下，重获新生，成长为革命战士的故

事。片中的吴琼花被设置为一个孤儿，传统的“家庭”成为缺席者。导演本来想安排吴琼花和洪

常青的感情戏，但在剧本修改中最终被删除了，仅表现为拯救者和被拯救者之间的同志之情。

“文革”期间，全国人民基本只看八部样板戏，电影创作或呈现空白状态，或沦为政治斗争的工

具。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人性、人情被放逐于故事之外，禁欲主义发展到不近人情的极致：

《海港》（1972） 中江水英的丈夫在部队里服役，《沙家浜》（1971） 里阿庆嫂的丈夫在上海跑单

帮，《海霞》（1975）里美丽的海霞正值青春妙龄却没有一丝情感的萌动，《红灯记》（1970）中李

玉和一家三代全都是单身，具有千年传统优势的伦理叙事受到了彻底的颠覆，人性的基本需

要被完全剥夺，人已经变成神。

在“十七年”电影不断强化极左思潮的背后，我们会隐隐感到一个巨大的推手，一直到

1966年“文革”时直接出来将中国的电影完全打入地狱，这个人就是江青。

江青原名李云鹤（1913—1995），1936年曾任上海联华影业公司演员，以艺名“蓝萍”主演

了《自由神》、《都市风光》、《联华交响曲》、《狼山喋血记》、《王老五》五部左翼影片，并参加话剧

演出。1937年秋到延安，改名江青。1938年与毛泽东结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江青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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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1951年），亲自参与对电影《武训传》的调查和批判⑦。“文革”开始后，

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解放军文革小组顾问，亲自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实

际上打响了“文革”第一炮。江青在“十七年”的电影史中虽然不是直接的主创人员，但是由于

她的身份和地位，以及她自身的电影经历，再加上此人不断膨胀的个人表现欲望，对“十七年”

电影理念的主导性是显而易见的，至少她是当时整体文艺政策在电影领域有创意的执行者，

也是“文革”中将一个大国的电影从政治上整体毁灭的始作俑者。

第四代：大时代小故事（1978—1989）

第四代导演的主体是20世纪60年代电影学院的毕业生，还包括在同一时期自学成材的导

演。他们虽然学艺于60年代，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其艺术才华到1978年以后才发挥出来。几

近不惑之年的第四代导演，一旦冲出起跑线，便显示出稳健的创作实力和持久的艺术后劲。他

们以开放的视野吸收新鲜的艺术经验，不懈地探索艺术的特性，承上启下，力图用新观念来改

造和发展中国电影。他们提出中国电影要“丢掉戏剧的拐杖”，打破戏剧式结构；提倡纪实性，

追求质朴、自然的风格和开放式的结构；注重主题与人物的意义性，从生活中、从凡人小事中

去开掘社会和人生的哲理，他们热衷于讲述的是“大时代关于爱的小故事”。第四代导演有理

论，有实践，是这一时期获得重大成就的一支导演力量。

第四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有吴贻弓、吴天明、张暖忻、黄健中、滕文骥、郑洞天、谢飞、胡柄

榴、丁荫楠、李前宽、陆小雅、颜学恕、黄蜀芹、杨延晋、王好为等。其中，中国西部片的创始人吴

天明的导演风格凝重、厚实，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他的代表作《没有航标的河流》（1982）、《人

生》（1984）、《老井》（1987） 等将中国西部农民在新时期决意要走出黄土地的理念表现得淋漓

尽致。在他的扶持下，张艺谋的处女作《红高粱》从黄土地走向世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女

导演张暖忻是中国现代电影的探索者，她以《沙鸥》（1981）一片获1982年金鸡奖导演特别奖，

接着又拍摄了《青春祭》（1985）、《北京，你早》（1990）。这几部作品，显示了她在电影美学上的

不懈探索。张暖忻、李陀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吹响了新时

期电影现代化的号角。比张暖忻更早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吴贻弓，其作品具有蕴藉、

清新、婉约、淡雅的散文风格。《巴山夜雨》（1980）是他的成名作，《城南旧事》（1982）是他的代

表作。他的《巴山夜雨》、《城南旧事》可以作为改革开放初期诗化电影的代表。1990年，导演黄

建中撰文《第四代已经结束》。事实上，在此之前，80年代中期，“第四代”作为一个艺术群体、一

种共向的艺术追求已经解体，但是第四代导演作为承上启下的作用不可忽视。

与美国、法国甚至日本等电影大国相比，中国电影导演的艺术创作生涯都不是很长，一生

拍摄超过十部影片的导演不太多。然而有一位从1949年全国解放开始，一直到死仍然在坚持

拍片的电影界的不老翁，他就是谢晋。谢晋的艺术成就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而且他的影片在中

国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十分引人注目。他既可以将这一时期的主流意识融入影片中，又可

以将这一时期的大众审美趣味转化为生动的形象和有趣的故事，从而获得大众的广泛认同。

于是，“谢晋模式”就成了一个中国电影史中十分有趣的话题。

“谢晋模式”的形成是历史性的，其变异也是历史性的。谢晋的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23年出生的谢晋从事电影导演职业始于40年代末，50年代初他开始独立执导影片，《女篮五

号》（1957）、《红色娘子军》（1962）、《大李、老李和小李》（1962）、《舞台姐妹》（1965）是这一时期

的重要作品。这一阶段，谢晋影片的人物形象热情单纯，叙事风格轻快流畅，视听造型鲜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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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某种浪漫主义情调，而且谢晋善于讲述戏剧化的线型故事，善于将政治典范塑造为道德

楷模，善于将“革命”与“善”相互指代，善于用道德情感的宣泄来制造煽情高潮。当这些特点与

中国传统的叙事风格和当时的政治氛围不谋而合时，“谢晋模式”呼之欲出。在“文革”中，谢晋

和其他电影人一样受到政治风暴的洗刷。“文革”后期，他拍摄的《春苗》（1975）、《青春》

（1977）、《啊！摇篮》（1979）显示出他在政治上和艺术上的过渡和蜕变，先前的激情与才艺逐渐

在思考中转化为深沉。终于在第二阶段的创作中取得决定性的突破。他的《天云山传奇》

（1980）、《牧马人》（1982）、《芙蓉镇》（1985），作为新时期反思时代的苦难三部曲，在中国电影

史上写下重重的一笔。这些影片在国内被认为是“传统主流电影的当代代表”，而在国际上则

被看作是中国“政治情节剧”的经典文本。他在控诉弱小生命遭遇重大灾难的痛苦的同时，以

“子不嫌母丑”的传统道德观对当代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了儒学化的诠释。1986年上海《文汇报》

刊载了朱大可的一篇题为《谢晋电影模式的缺陷》的短文，文章提出：“从文化的观点对谢晋电

影加以考察，就会发现它是中国文化变革中一个严重的不和谐音、一次从‘五四’精神的轰轰

烈烈的大步后撤。”⑧这一批评虽然被许多人质疑，但谢晋本人对此还是非常在意的，所以他的

第三阶段的作品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最后的贵族》（1989）开始，这一时期他先后完成了《启

明星》（1991）、《清凉寺的钟声》（1992）、《老人与狗》（1993）、《女儿谷》（1995）、《鸦片战争》

（1997）和《女足9号》（2000）等。可以看出，谢晋这一时期的影片与他以前的创作相比，在题材、

风格、样式和形态上似乎都更加分化和多样，不像过去那样统一和稳定，这一方面表明了谢晋

“自我超越”的愿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一种茫然失措的文化状态。在“第五代”面目全新影视

风格强力挤压下，谢晋后期的作品逐渐淡出观众的视野。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同多数好莱坞电影都是美国政治的“主流”电影一样，谢晋电影也是

真正意义上当代中国政治的“主流”电影。2008年谢晋的离世引起中国电影人的由衷缅怀，他

作为新中国六十年电影的主流代表的位置，无人能够取代。

谢晋在中国电影史上的意义也许并不在于他创造了一种传统，而在于他继承和发扬了一

种传统，一种将伦理喻示、家道主义、戏剧传奇混合在一起所形成的“政治伦理情节剧”的电影

模式。柯灵曾经指出：“郑正秋逝世表示了电影史的一章，而蔡楚生的崛起象征另一章的开

头。”⑨两人划分出了中国的第一代导演和第二代导演，而谢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这一

传统链条上中国第三代电影人的崛起和第四代电影人的代表，谢晋的确造就了两代电影人的

神话，也是当代中国儒学的影像表达。

第五代：欲望与形式的井喷（1983—1999）

当这群受苦受难的第四代电影人在喘息未定之际，异军突起的第五代导演已经像1978年

后的改革大潮一般滔滔而来。这批后起之秀在“文革”期间是失学的中学生，恢复高考后1978

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1983年开始投入创作，随即成为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中坚。他们是中国电

影长期与世隔绝之后首次在国际上捧回奖杯的幸运儿，他们执导的《一个和八个》（张军钊，

1983）、《黄土地》（陈凯歌，1984）、《红高粱》（张艺谋，1987）等“探索片”以对历史文化的凝重反

省与对画面和空间的形式追求见长。

正是因为有了“第五代”，才会有中国电影的代际之分。被称作“第五代”的这一批导演，在

少年时代被卷入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漩涡，有的下过乡，有的当过兵，经受了十年浩劫的磨难，

但他们同时也是幸运的，他们是“文革”后第一批接受专业训练的导演，他们几乎都是电影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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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1978年入校的同学。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人数不多，但给中国影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波，实

现了一次石破天惊的历史飞跃。特殊的人生历练与系统的专业知识背景在他们身上的融合，

造就了他们不同于前辈的特殊气质。1983年前后，这一拨人带着一种无可抑制的突围锐气和

创新激情闯入中国影坛。他们强烈渴望通过影片探索民族文化历史和民族心理结构，因此他

们多以“文化寻根”为作品的底蕴和母题，拷问历史，面对现实，紧切民族命脉，流露出对国家、

民族和社会的深切关注。例如《黄土地》中的男主角虽然是个八路军战士，但故事本身完全与

歌颂革命的主旋律无涉，而是着力于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及其愚昧劣根性的分析。在该片的导

演陈述中，陈凯歌引用老子的话“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表达自己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另一方面，以电影技术手法观之，第五代导演力图在每一部影片中寻找新的角

度，在选材、叙事、刻画人物、镜头运用、画面处理等方面，都力求标新立异，以至其作品主观

性、象征性、寓意性特别强烈。

打响中国第五代导演的第一枪的张军钊的《一个和八个》诞生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广西

电影制片厂，而这个张艺谋“开始不想去，广西太远了。那时，我甚至还不知道南宁在什么地

方”的偏远之地，正是“第五代”起家的地方。这个偏居一隅的小制片厂因为规模小、创作人才

极度匮乏，因此刚从电影学院毕业被分配来这里的张艺谋等人不必按常规步骤按部就班地经

历从场记到导演助理再到副导演最后到导演的媳妇熬成婆的艰难过程，而是直接就执掌了导

筒，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脱颖而出，在他们的发轫之地写下了辉煌的一笔。1983年还是“文革”

后的复苏阶段，重社会意义而轻艺术形式的观念在电影界普遍存在。而《一个和八个》的创作

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形式上走了一个极端：他们使用暗色、不对称的构图，所采用的摄影手

法与传统的中国电影形成了强烈反差。尽管影片后来被删改多处，面目全非，但它在中国影坛

的先声意义还是不可抹煞的。它被视为中国新电影的里程碑，是“第五代”的开山之作。

被公认为第五代电影崛起标志的陈凯歌导演、张艺谋摄影的《黄土地》同样采用了离经叛

道的摄影手法：让黄土地占据画面的大部分，而人却被挤放在画框的边缘，被压缩得极其渺

小；镜头移动缓慢，或者干脆不动，纯静态描写。他们着意于从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来“表现天之

广漠、地之深厚、黄河之水一泻千里、民族精神自强不息，表现人们从原始的愚昧中焕发而出

的呐喊和力量，表现从贫瘠的黄土中生发而出的荡气回肠的歌声，表现人的命运、人的感情，

表现他们在愚昧和善良中对光明的渴望和追求”⑩。第五届金鸡奖颁给该片摄影师张艺谋的最

佳摄影奖评语是这样写的：“以独特的造型构思，充分调动摄影手段，传递出黄土高原的拙朴

浑厚，风格卓异。”輥輯訛正是这些一反常态的电影技法，把传统美学中侧重于写意的特色通过电影

形式表现出来。

而“第五代”的另一部扛鼎之作《红高粱》刻画的是一个模糊了具体年月的传奇式民间乡

野世界，生活于其中的男人、女人如同那些随地生长的野高粱一样旷达豪爽。“生生死死狂放

出浑身的热气和活力，随心所欲地透出做人的自在和快乐”輥輰訛。《红高粱》不同于以往的中国电

影，它充盈的是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一股子热辣辣的人性味，让世人瞠目结舌、深感震惊。张

艺谋曾经这样说：“《红高粱》中那种自由的生活张力、狂野的生活态度，那种没有规矩、没有束

缚的人性张扬实际上充满了理想色彩，它在中国人即使是当代中国人身上也极少看到。”輥輱訛的

确，故事本身的新鲜魅力和表现题材所用的新鲜手法，打造出了这部充满了戏剧张力、大开大

阖、跌宕起伏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电影作品。

在第五代电影中，张艺谋导演、巩俐和葛优主演的《活着》（1994）可以说是新时期电影的

巅峰之作。这部影片获得了1994年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最佳男主角奖。这是一部平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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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通过小人物和大背景的巧妙结合，历史和个人命运的巧妙结合，将历史浓缩为个人的命

运。电影揭示了个人与时代的对立，个人处于时代历史的重压之下，任其摆布，无从反抗，刻画

了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表现了20世纪中叶中国的历史现状：解放战争、土地改

革、人民公社、大跃进、破四旧、文化大革命……每一次打击都与时代有暗合的关系，展现出人

在社会面前的渺小。

同时，“第五代”以其不同于传统的崭新气质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刻板印象，夺得中

国电影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几项大奖：《黄土地》荣获第38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银豹

奖”，这是“第五代”第一部受到世界关注的影片；《红高粱》所获的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

奖”更是三十八年来中国电影第一次打开了这扇大门，而张艺谋也成为第一个捧走“金熊”的

亚洲人；《晚钟》（吴子牛导演，1989）获第39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再次证明欧洲对

“第五代”的青睐。

在整个90年代，第五代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四面出击，全面开花，各大奖项悉数收入囊

中：李少红的《血色清晨》（1990）、何平的《双旗镇刀客》（1990）、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1992）、陈凯歌的《霸王别姬》（1993）、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这些第五代影片

以凯旋的步伐，走过欧美许多国际影展，使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之林中占据重要一席。上世纪

80、90年代是“第五代”最风光的时代，但从90年代中期开始，第五代导演便因为各自个性化的

追求开始分道扬镳、各立山头了。“第五代”这个具有特定历史涵义和时代意义的指称已经意

义甚微，我们现在概括的“第五代”在很大程度上是指那些曾经属于“第五代”这个范畴的“第

五代人”了。

曾经的“第五代人”虽然已从电影题材、艺术气质上相去甚远，但是商业意识的不断强化

却是相同的。2002年初，“第五代”就以一种集体复出的势头拿出了各自的作品：《和你在一起》

（陈凯歌）、《极地营救》（张建亚）、《假装没感觉》（彭小莲）、《周渔的火车》（孙周）、《恋爱中的宝

贝》（李少红）、《小城之春》（田壮壮）等等，这些新作，无不呈现出精美的艺术品质，但绝大多数

都放下了“精英文化”的身段，而将观众和市场作为第一考量。从《英雄》（2002）开始，继而有

《十面埋伏》（2004），张艺谋在电影商业化道路上的步子越迈越大，直到《满城尽带黄金甲》

（2006）遭受猛烈的批评。陈凯歌2005年的所谓“大片”《无极》，尽是没头没脑的稀奇古怪的场

景，从电影艺术的角度来说是失败之作，并不过分。从当今电影市场的份额来看，“第五代”无

疑已经成为国际电影投资商在中国电影市场的代言人，“第五代”以艺术冲破中国传统电影藩

篱，又以金钱圈占中国电影的市场，是喜是忧还未见端倪。

第六代：成长的烦恼（1990—）

评论界对于“第六代”的界定，基本以1990年为一个坐标系。以当时刚刚毕业的张元以及

尚未走出学院大门的一批年轻人为代表，他们构成中国电影第六代的整体基座。常见的名单

是：张元、管虎、贾樟柯、王小帅、娄烨、路学长、胡雪杨、陆川、刘冰鉴、李欣、徐静蕾、张扬等年

轻导演。王全安、侯咏、姜文、顾长卫、朱文、章明等可以算作异数，但如今还是被笼统地纳入了

这个圈子，有人笑称为“五代半”。其实“第六代”的定位更具美学意义，这是一批迥异于“第五

代”的新生力量，他们的观念、语言和态度已日臻成熟、别开生面。

“第六代”的作品也可以开出一长串名单：《妈妈》（张元导演，1991）、《北京杂种》（张元导

演，1993）、《阳光灿烂的日子》（姜文导演，1994）、《东宫西宫》（李少红导演，1995）、《小武》（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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樟柯导演，1997）、《站台》（贾樟柯导演，1998）、《苏州河》（娄烨导演，2000）、《十七岁的单车》（王

小帅导演，2001）、《寻枪》（陆川导演，2002）、《任逍遥》（贾樟柯导演，2002）、《青红》（王小帅导

演，2005）、《孔雀》（顾长卫导演，2005）、《可可西里》（陆川导演，2005）、《图雅的婚事》（王全安导

演，2007）……“第六代”的作品在2005年之前大多没有惊人的票房和足够的知名度，但通常是

国际各大影展上的常客并屡屡获奖，加之影迷的竞相追逐与碟片市场的炙手可热，悄然造就

了颇为神秘、独特、纯粹的第六代群体。

这一批导演制作的影片曾经被称为“地下电影”或“独立电影”，因为年轻的导演刚进入影

坛时遭到来自文化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在文化上，由于这些影片在某些方面不够成熟或者不

符合官方某些意志没有得到在国内放映的批准；在经济上，也处于找不到资金、捉襟见肘的境

地。由于这些影片几乎完全按照导演自己对电影的理解来拍片，与商业电影有很大的距离，因

此很难找到赞助商。正是由于他们在艺术上的独立性，所以这些影片屡屡在国际上获奖，引起

了观众的注意。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贾樟柯导演的《站台》、娄烨导演的《苏州河》、王小帅导演

的《十七岁的单车》、姜文导演的《鬼子来了》（2002）等，它们分别在或大或小的国际电影节上

以“中国电影”的身份获奖，然后等待它们的共同命运却是在国内（大陆）的禁映，即不能进入

国内电影市场而获得公开放映的权利，有的导演还被处以禁止拍片的惩罚。

第六代导演的批判锋芒指向了当时电影的流行样式“散文化电影”。他们强调当时的电影

界对《黄土地》的美学评价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性的误读，“说《黄土地》真实再现了黄土地上人

们的生活状态，倒不如说它把这种生活风格化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使《黄土地》的追求成为

之后中国电影的一种时尚，并在一种貌似深奥却是很幼稚的层次上进行效仿”輥輲訛。由于“电影制

作界对于这种个人电影的追求，导致了一种以浮浅的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甚至精神分析解释

自我作品的风尚，这使中国的电影导演们始终处在一种欠清醒的状态中”輥輳訛。

与“第五代”那种对历史、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挥写相比，第六代导演更关注作为个体人在

现实生活中的生存状态，这使得他们的影片在题材上具有一种“原创性”，在表层形态上力图

呈现出一种生活本身所具有的“原在感受”。普遍采用同期录音保持现实空间的环境真实；通

过大量的移动摄影建立观众与剧中人物相同一的视觉心理感受；与此同时，电影开始自觉地

淡化演员的戏剧化表演方式，最大限度地还原剧中人物自身的职业特点，给观众造成一种“目

击现实”的心理感受，进而改变电影仅仅供人娱乐、解闷的游戏性质，在弥漫着商业气味与低

级娱乐的电影市场上，重新树立起中国电影透视社会现实、展现历史变化的美学旗帜。

从某种意义上说，“第六代”作品的共同主题首先是青春———变动的城市的青春。他们的

人物大多是生活在90年代的年轻都市漫游者，以及形形色色的都市边缘人。没有了历史反思

的使命，这些导演自然选择了熟悉的自身成长经历的青春书写，热衷于表现所谓的成长的故

事，更准确地说是在谱写“青春残酷物语”！正是由于这个特征，他们的电影中人物往往就是他

们熟悉的人，很多电影都有一批固定的演员，如贾宏声、周迅、徐静蕾这些导演熟悉的演员；或

者干脆使用业余演员，让他们自己表演自己，而《妈妈》中母亲的扮演者秦燕自己就是一个残

疾儿童的母亲；或者是导演自己参与表演，更增添那种青春的熟悉感，如《周末情人》中的王小

帅，《冬春的日子》中的娄烨。电影中的残酷物语正是这些导演自身残酷物语在镜中的投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在观念上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2004年起，国家电影局在电影审

批上采取了宽松的政策，对这些被封杀的年轻导演全面开禁，并且对一批在国际上获奖的导

演进行经济上的资助，“第六代”全面从地下走到地上。然而，这些导演马上又面临在主旋律和

商业片的大潮中如何保住自己独立的艺术风格，如何不被观众和票房吞没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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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小刚曾以调侃的方式说，电影界“第三代和第四代导演占据着宝殿，他们把大门把得很

死。接着，第五代导演杀到，他们没走大门，直接‘破窗而入’，然而第五代导演杀入这座电影宝

殿后，同第四代一起把窗子关严了。后来，第六代导演竟然也杀入了这座宝殿，他们既没有走

门，也没有走窗户，而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等我杀到这里来一看，不但进不去这座宝殿，即便

就是进去，也没有我下脚的地方。于是，我索性就在宫殿旁边自己建了个耳房。没想到，通过不

断发展，日子过得还不错”輥輴訛。

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选择。其实，中国电影真正的

划分还是以改革开放的1978年作为红线，这以前的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是无法抵挡的，这以

后中国电影在艺术形式上的追求已经初见端倪，但是距离形成独立的艺术精神还相距甚远。

从“第一代”的“影戏”，“第二代”的“呐喊”，“第三代”的“革命”，“第四代”的“解放”，“第五代”

的“井喷”，一直到“第六代”的“烦恼”，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也许将寿终正寝，但目前还找不

到一种新的指代来替代这个很不准确但又不得不用的划分方式。随着中国电影进入21世纪，

一种新的力量正在大规模地介入到中国的电影艺术创作之中，这就是市场的无形之手。当我

们面临着“第五代”被“收购”，“第六代”被“收编”的复杂局面时，那种长期被意识形态纠缠不

清的艺术精神又如何在强大的市场中重新取得主导地位，正是新一代电影人面临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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